
第45卷第5期

2015年9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Zheji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Vol.45,No.5
Sept.2015

主题栏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09.291

[收稿日期]2014 09 29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 09 06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51038)

[作者简介]孟国栋(http://orcid.org/0000-0003-2117-8871),男,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

事唐宋文学和文献学研究。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孟国栋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321004)

[摘 要]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

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

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

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

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

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

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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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ylizedModeoftheEpitaphCreationintheTangDynastyandItsLiterary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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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pitaphasawritingstyle,oftenpresentsastylizedcreativemode.Foralongtime,

peoplepaidattentiontostylizedphenomenonintheepitaphwriting,buttheyfailedtomake
in-depthinvestigationsbecauseofdifferentresearchperspectives.Moreover,somescholarsstill
holdnegativeviewsaboutstylizedphenomenon.Infact,stylizedmodeofepitaphcreationisa
commonphenomenonexistingfromtheSixDynastiestotheTangDynasty,whichisdecidedby
itsowncharacterofpracticalwriting.Butstylizedmodeofepitaphcreationisdifferentfromthat
ofgeneralappliedstyle.Epitaphusuallyconsistsoftwoparts.OneisZhiwen,whichnarrates
life,backgroundanddeathtimeofthedead,andtheotherisInscriptions,whichalways
recognizethemeritsandachievementsofthedead.ZhiwenandInscriptionshavedifferent
functionsand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differentinwritingstylesandlanguageformsandsoon.
GreatdifferencesintheseleadtodifferentformsofZhiwenandInscriptionsinstylizedmodeof
epitaphcreation.ThestylizationofZhiwen mainlyshowsthepatterningofwritingstyle,



modelingofspecialtypesandidenticalnessofcontentwhilethestylizationofInscriptionsmainly
liesinadoptingclassicalpoems,transcribingZhiwenwordsintosentencesandfollowingfixed
templates.Althoughtheformofstylizedepitaphisrelativelysingleanditsstructureisrelatively
fixed,ithasgreatsignificanceinliterature.ManyliteratiintheWeiJinandtheNorthernand
SouthernDynastieshaveappearedintheliteraryworksoftheTangDynastyindifferentways.In
termsofthenewlyunearthedepitaph,therearetwocharactersworthyofourattention.Theyare
PangTongandTaoYuanming.WhentheauthoroftheepitaphintheTangDynastydescribes
tombownerswithgreattalentsworkinginalowpositionorlivinginseclusion,theytendto
comparetombowners􀆳backgroundandlifeexperiences.Thistendencygraduallybecomesa
patternofcompositionusedintheTangdynastyanditprovidesnew materialtoexploretheir
classicalimageandacceptanceforlatergenerations.Somepoliteformulasrecurringintheepitaph
oftheTangDynasty,suchasShedTears WhenSeeing Flowers,FeelHeart-broken When
HearingtheBirds,LiveasaDistinguishedPersonandDieasaHero,etc.,becomeeternal
worksafterbeingmodifiedbyDuFuandLiQingzhao.Undeniably,itisnotonlyamatterof
followingtemplates,butitalsoincludesthetransferringofcontext,devotionoffeelingsand
otherimportantfactors,whichmaketheseexpressionsmoreexquisiteinlanguageandbroaderin
meaningafterbeingrecreated.However,wealsohavetoadmitthattheinvestigationonstylized
modeofepitaphishelpfulforustogetamoreintuitiveunderstandingaboutthecreationmethod
ofusingpredecessors􀆳versesasreferenceandgenerativeprocessofclassicsinpoetrycomposition.
Atthesametime,itisnecessarytoproperlyevaluatestylizedthephenomenonintheTang
Dynastyepitaphwritingsoastofullyexploititsdistinctconnotationandvalue.
Keywords:theTangDynasty;epitaph;stylizedcreativemode;literarysignificance

墓志铭作为典雅文章,具有诗性精神;作为传记文学,带有史传性质;作为应用文体,呈现固定

模式。长期以来,墓志铭作为文章和史传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界对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现象虽

然有所关注,但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多未进行深入考察,个别学者甚至还持否定意见。叶昌炽认为,
唐代墓志铭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套路,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1]卷四,230。钱钟书更批评庾信的墓

志铭创作“造语谋篇,自相蹈袭”、“通套莫分彼此”[2]23752378。实际上,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是

由其自身的应用文体性质所决定的,这是六朝到唐代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程式化也与一般的应

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通常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与铭文的程式化表现方式

差异很大。从六朝到唐代,墓志铭的发展和变化是在大众追求程式化和著名文学家追求创新的过

程中不断演进的,范式的构建和突破是相辅相成的。墓志铭的程式化虽模式单一,结构固定,但有

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是我们深入考察经典文士形象和诗歌名句生成路径的重要依据。随着考古发

现的不断进展,新出土的墓志铭数量激增,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墓志铭的程式化特征更应该引起

学界的关注。

一

叶昌炽、钱钟书等著名学者都曾讨论过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问题,但他们往往笼统言之,并没

有将志文和铭文区隔开来,所论也略嫌简略。由于志文和铭文具有不同的功用、特质,特别是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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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文方式和语言形式等方面有巨大差异,程式化的创作模式在志文和铭文中的表现形式就有所

区别,只有分别进行讨论,才能彰显各自的特色。
墓志铭的志文指墓志文体的前一部分,古人习惯称“序”,以记事为主,主要记载志主的基本信

息,如世系、寿年、卒葬时地等。志文创作的程式化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行文方式的模式

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具体内容的雷同性。

(一)行文方式的模式化

最早出现的墓志铭重在记事,记载志主的姓名、生平和卒葬信息,并没有一定的格式和套路。
南北朝时期,墓志铭所要求的“十三事”都已大备,并且日渐丰富。唐代重厚葬之风,无论是衣冠贵

族,还是平民百姓,大多撰有墓志,新出土的墓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行文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套

路。叶昌炽认为:“唐时埋幽文字,有一种相承衣钵。如世系之后,辄云载在简牒,可略言焉。即稍

变其词,亦不过字句之间,小有增损。刘氏必曰斩蛇,董姓皆云豢龙。太原则多引子晋缑岭之

事……又如文中我公我唐,皆以我字提行。凡云葬于某地之原,礼也。往往夺原字,以之字属下礼

也连读。此句遂不词。然如此者,数见不鲜,盖当时风尚如此。”[1]230231

第一,墓志铭的常规写法往往是开头叙述志主的姓氏来源和族望所在。多数墓志铭在追叙志

主姓氏来源时有一定的套路,不仅叶昌炽所说的“斩蛇”、“豢龙”在新出石刻中多有用例①,其他重

要的姓氏也有固定程式:杨氏则言“关西孔子”,《唐故魏王府参军李缨亡妻弘农杨氏夫人(蕙)墓志

铭》开头即云:“夫人讳蕙,字廷秀,弘农人也。远祖汉太尉,博综经史,著在人闻,驰声古今,世为之

关西孔子。”②程氏则言程婴,《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修己)墓志铭》云:“程氏之先,出自

伯休甫,其后程婴,春秋时存赵孤,以节义称,故奕世有令闻。”[3]2398吕氏则言吕望,张氏采用张星的

传说,沈氏追溯《左传》的沈子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部分墓志在简述志主的族出之后,也常用

“载在简牒,可略言焉”、“详诸史谍,略而言焉”之类的套语。如新出土《唐故京兆杜府君(文贡)墓志

铭》开篇即云:“君讳文贡,京兆杜陵人也……其后踵武英贤,相承玉帛,晖焕缃素,可略言焉。”[3]249

《大唐陇州吴山县丞王君(立)墓志铭》中也说:“君讳立,字懋范,北海太原人也……休烈久而弥劭,
贤能邈其不绝,备诸图谍,可略而言焉。”[3]253这确是唐代墓志铭中常用的路数,是墓志铭行文方式

程式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志文在叙述志主的成长经历和去世情形时,行文方式也有固定的模式。就成长经历而

言,男性则“少而聪敏,长而俊迈”[4]146,“生而歧嶷,长实秀异”[4]71,作为聪慧秀异的象征;女性则“风
仪婉顺,四德未亏”[5]31,“功容并茂,言行无玷”[5]63,作为妇德母仪的表现。就其去世情形而言,最
为常见的表达方式为“以某年某月某日,终于某所,春秋若干”,即如新出土《唐故扬州江都县令元君

(道)墓志》记载元道“以贞观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卒于洛阳绥福之第,春秋六十”[5]26。这种方式用

最简洁的语句交代了志主的去世时间、地点和寿年,言简意赅,表达准确,因此成为志文中常用的程

式之一;同时在志文叙述的过程中,也将志主生前的行迹和丧葬情形区别开来。
第三,“礼也”和“之礼也”的套语。唐代墓志铭凡云“葬于某地之原,礼也”,往往夺原字,以“之”

字属下“礼也”连读。墓主下葬后大概可以看成是葬礼完成的标志,故墓志铭中“礼也”和“之礼也”
成为常见的用法。主要格式有两种,一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礼也”,二是“以某年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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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唐故石州刺史刘君(穆)墓志铭》云:“自豢龙种德,断蛇构绪,光华籍甚,史册昭彰。”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8页,以下不再标注版本。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462页。按:“关西孔子”指东汉杨震,因其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当时即有“关西孔子杨伯

起”之称,后世杨姓多将其攀附为自己的远祖。



葬于某地,之礼也”。关于“之礼也”的具体含义,历来颇有争议,黄本骥认为是衍文,王昶认为是倒

乙,冯登府则认为是一种固定的文法。冯氏在《金石综例》中说:“黄本骥曰《折夫人墓志》云:‘迁窆

于龙首原,之礼也。’三字似衍。以余所见,《义兴周夫人志》云:‘以兹吉辰,赴社城东郊,之礼也。’
《王训志》云:‘迁厝万年县浐川原,之礼也。’《云麾将军张安生志》云:‘别兆葬于龙首原,之礼也。’
《豫州刺史杜君志》云:‘合葬于龙山某原某里,之礼也。’《金石萃编》疑其倒互,当作‘某里之原,礼
也’。合诸志观之,断无皆倒之理,自是当时有此文法。”[6]中册,636冯氏称“当时自有此文法”是其卓

见,但他对“之礼也”的具体含义并未深究。实际上,“礼也”是“合乎礼制”的意思,是陈述葬事符合

礼制的规范,“之礼也”的内涵与“礼也”并无二致,均是用来表述葬事程序的完成。这种情况逐渐演

化成了墓志铭撰写的套语,因为墓志铭都是在安葬前就撰写镌刻完成的,而在传世的墓志文稿中也

都有“礼也”和“之礼也”的字样,因而这一固定文法是最能体现墓志志文撰写程式化的套语[7]101。
唐代墓志铭中出现“礼也”和“之礼也”的例子比比皆是,已经成为墓志铭书写过程中必备的程式。

唐代墓志铭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形成了近乎固定的套路,这种套路也具有一定的功用:某些常

用套语不仅将志文区分成几个段落,便于他人模仿,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同时也将唐人生命历程的

初始、结束及丧葬情形清晰地分割开来,整篇文章的重点更易于凸显。因而这种套路一经形成便迅

速流行开来,成为唐人乐于采用的一种行文方式。

(二)特殊类型的模板式

唐代以前,庾信的墓志铭创作虽然带有程式化倾向,但因其才力高绝,不同的文章在遣词用语

方面颇能变化,模式化程度并不算太高。但发展到唐代,模式化程度越来越高,新出土唐代早期的

墓志铭中不仅多有雷同的语句,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不少墓志铭竟然除了志主的姓名和丧葬年月以

外,其他内容大体相同甚至完全一致。故而陈尚君教授认为唐代墓志铭也有固定的范本通行:“唐
代新出墓志显示,因为社会需求量太大,在书仪一类文体范本著作通行的同时,碑志也有一定的范

本为一般作者所参考,唐墓志甚至出现过多次不同志主的墓志,而志文大致相同,仅姓名生平稍有

差别。”[8]711以至于这些墓志铭像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板“填写”出来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墓志铭本为埋幽之物,即使按照固定模板“填写”,他人一时也难以察觉。
唐代墓志模仿抄袭乃至形成固定的模板,较典型的例证有《山西通志》列举的《孟贞墓志》和《马

恽墓志》,及岑仲勉论述的《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
《山西通志》卷九一曾论及《唐上元南溪县令孟贞墓志》多与《乡正马恽墓志》雷同:“初唐志铭,

率用骈俪一种通调,辗转沿袭,而未有若此其甚者,且又生同地,葬同时,而千载后俱流散于世,岂不

奇哉?”岑仲勉在《续贞石证史》中加以引录,并云“其说可与拙论《安师志》与《康达志》一条参

看”[9]199。这两方墓志亦收录于《唐代墓志汇编》,题作《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君(师)墓志铭》和《唐故

上骑都尉康君(达)墓志铭》,编者在《安师墓志铭》中有小注云:“此志志文除姓氏外,与总章二年康

达志雷同。”[3]384因《安师墓志铭》乃是安师与妻子的合祔志,故文中增加了对妻子世系和德行的记

叙。若撇开此点不论,两篇墓志除了志主姓名、世系和卒葬时间以外,其他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安师墓志》龙朔三年(663)立,《康达墓志》总章二年(669)立,先后仅相隔6年。岑仲勉在《贞

石证史》中对《安师墓志》和《康达墓志》做过详细的对比,《安师志》首段计80字,“《康达志》亦然,
《达志》除泐去‘而北’、‘西’、‘著土’、‘俱立’、‘备’八字外,唯‘指’作‘相’,‘杀’作‘煞’,‘出’作‘外’,
小异”。《安师志》中段计82字,“《达志》所不同者只‘蜀府’作‘勋校’,‘誉重城都’作‘举重城都’”。
《安师志》末段计117字,“《达志》只泐‘凉’‘沈’‘美哉’‘捐’五字,余尽同,但安氏夫妻同穴,康氏则

不然也”。而雷同最严重者还在于其世系之叙述,《安师墓志》:“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
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康达墓志》:“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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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以□为并州刺史,因家河□焉。”除了名字以外,仅有“洛阳”与
“河□”之异,以至于岑先生慨叹道:“安、康当不同出,何姓源犹复抄袭。今如蜀府改为勋校,执笔之

人,似非绝不谙文义者,而字与先系,竟任其完全雷同,是可怪也。”[9]8283就中可见当时墓志铭创作

中模仿抄袭风气之重和模式化程度之高。
唐代墓志铭模式化程度最高者莫过于一些不知名宫女的墓志。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宫女墓志数

量巨大,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所收就有一百多方。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众多的墓志铭,其行

文方式却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以至于有学者将宫女的人生说成是被“填写”出来的①。
从宫女墓志,我们可以探讨唐代墓志特定的模板形式及其成因。宫女墓志的模板形式有多种,

下面仅列出最为典型的两种作为实例:

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盖以良家子选入后宫,以备内职。天生淑态,日就贞规,班氏遗

文,常守七篇之诫;汉家旧秩,行参八子之荣。方期位以才升,已闻名于凤阙;岂谓人随物化,遽
归魄于蟾轮。以大唐×年×月×日,终于××,春秋若干。粤以×年×月×日,葬于×所,礼

也。阳春有暮,荒凉秾李之蹊;厚夜无晨,歇灭芳兰之气。式雕玄础,永闭黄泉。
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昔以令德,纳于王宫,弼谐帝道,复我唐业,畴庸比德,莫与之京。

方当开国承家,大君有命,岂意辅仁莫验,歼良奄及。享年××,以×年×月×日终于×所,即

以×年×月×日葬于×所,礼也。呜呼哀哉!

这两种模板在宫女的墓志铭中最为常见,每种都被近二十方墓志所采用。第一种与神龙元年

(705)三月五日《宫人七品志》、神龙元年五月七日《宫人八品志》、神龙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宫人六品

志》、神龙元年九月《宫人七品志》行文相同。第二种与神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人九品志》行文

相同。甚至不同的墓志之间,文字却可以相互校补[10]第14册,428458。
新出土宫女的墓志铭多集中在长安、神龙年间,据她们的卒年和享年可以推知,这些宫女大多

年龄相仿,都出生于贞观年间,当在高宗初年被集中选入宫中。唐代宫女从入选到丧葬,具体事宜

都由专门的机构负责,这对其墓志铭撰写的程式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宫女的入选由掖庭局令负责。据《唐六典》记载:“掖庭局令掌宫禁女工之事。凡宫人名籍,司

其除附;功桑养蚕,会其课业。”[11]卷一二,358宫女卒后,其丧葬事宜和墓志撰写分别由内侍省奚官局令

与秘书省著作郎来承担。奚官局令“掌奚隶工役,宫官品命……凡宫人……死亡,则给其衣服,各视

其品、命,仍于随近寺、观为之修福”[11]卷一二,359;而秘书省著作郎则“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

分判局事”[11]卷一〇,302。由仪凤四年(679)五月十七日的亡宫墓志铭和《大唐故亡宫四品墓志铭》“有
司备礼而为铭曰”[3]655,文明元年(684)《大唐亡宫六品墓志》与《亡宫八品墓志》“典司攸忝,遂作铭

云”等语[3]716717,可以推知,唐代宫女的墓志铭从志石的采集到志文的撰写、书丹和镌刻很可能都是

由奚官局和著作局中的官员负责完成的。专门机构的程序化操作为墓志铭固定模板的形成提供了

可操作的余地。唐代宫女数量惊人,唐太宗时期已有数万之众,玄宗时期更达到了四万多人②。如

此众多的宫女,不时即可能有人死亡,两个机构官员数量有限,所以宫女的墓志铭就只能“批量生

产”了:同时采购多方志石,按照固定格式刻上文字,卒葬年月等留空待填。新出石刻中还可见到一

些宫女墓志铭的丧葬年月等位置空缺,盖因当时草草埋葬,连姓名和丧葬年月等信息都未来得及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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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亡宫墓志铭的论述,前人已有探讨,参见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谈唐代宫女的命运》,载《中国

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第87 90页;胡玉兰《唐代亡宫墓志铭文的程式化演变及原因》,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45页。
据《新唐书·宦者传》记载:“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见欧阳

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56页。



补,其身世、命运之悲惨可想而知。唐代很多诗人如王建、令狐楚都写过《宫人斜》诗,慨叹宫女的身

世之悲和命运之苦。

(三)具体内容的雷同性

唐代墓志铭中还有不少虽然没有达到模板化的程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却较为雷同。主要表现

为:除了志主的姓名、世系和卒葬时地等私人信息,以及少数描述或修饰性语句,其余内容大致相同

或相近。
因墓志铭主要由志文和铭文两大部分构成,故不同的文章在具体内容方面的雷同性主要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志文相同或相似但铭文不同;二是志文不同但铭文相同或相近。因铭文雷同的情

况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论述,此处仅对志文雷同的情况略作分析。
如新出土《大唐故管公(基)墓志》[3]745与《大唐故管君(思礼)墓志铭》[3]747的志文仅部分词句略

有出入。《管基墓志》云:

夫万物消息,凭阴阳而作象;千龄不朽,资德行而流名。非竹帛无以纪其功,寄雕镌可以彰
􀪍􀪍􀪍􀪍􀪍􀪍􀪍􀪍􀪍􀪍􀪍􀪍􀪍􀪍􀪍􀪍􀪍􀪍􀪍􀪍􀪍􀪍􀪍􀪍􀪍􀪍􀪍􀪍􀪍􀪍􀪍􀪍􀪍􀪍􀪍􀪍􀪍􀪍􀪍􀪍􀪍

其美。
􀪍􀪍􀪍

君讳基
 

,字阿
 ·

,洛州河南人也。器识宏通,神韵
 

凝远,尚履端秀,风度详华。孝友表
 

于

冥资,忠诚符于令德。谦

􀪍

居体,恭慎为怀。处俭绝诡遇之情,在泰无骄矜之色,立松筠之节,
执金石之心。曾逮

  
,祖贵
  

,父卿
  

。其先平原人也。并承积德之美,膺川岳之灵,器宇宏深,几神
􀪍􀪍􀪍􀪍􀪍􀪍􀪍

明秀,行为士则,言表身文。
􀪍􀪍􀪍􀪍􀪍􀪍􀪍􀪍􀪍􀪍􀪍􀪍

贞固之心,白珪非重;然诺之信,黄金已轻。故美誉播于乡闾,英名

流于雅俗。君幼而明敏,乡誉高于友朋;长而悬
 

悌,孝敬流于覆载。方当抚翼云衢,骧首天路。
而
􀪍

辅仁莫验,福善徒言,未申大夏之材,遽奄荆山
 

之玉。以垂拱二年五月九日染疹先萦
        

,卒于景
   

行坊本第
    

,春秋六十有六
      

。即
􀪍

以其年岁次景戌六月己巳朔四日壬申
         

葬于洛城北平乐乡之界。
徒使瞰洛踞邙,无复登临之望;瞻崤眺巩,永绝游陟之踪。
􀪍􀪍􀪍􀪍􀪍􀪍􀪍􀪍􀪍􀪍􀪍􀪍􀪍􀪍􀪍􀪍􀪍􀪍􀪍􀪍􀪍􀪍􀪍􀪍􀪍􀪍

可谓薤露将垂,更切田横之叹;白驹

流隙,有感庄叟之悲
 

。呜呼哀哉! 乃为铭曰。①

《管思礼墓志铭》志文的内容与此大致相同,仅仅是少了两个连词和三句带有修饰性的语句。
具体文字方面,除了一些私人性过强的信息如志主的讳、字、世系、寿年和卒葬时地等有所差异,只
有“韵”、“表”、“悬”、“山”、“悲”五个字不同,如果算上《管思礼墓志铭》中“韵”和“悲”两处残泐,两篇

墓志也就只有三处异文了。而《管思礼墓志铭》仅在“平乐乡之界”后多出“长岗之邙”四字,为《管基

墓志》所缺。
管基与管思礼二人为叔侄,且在同一年去世,前后仅相隔四个多月。故可推断:管基去世后,其

家属曾请人为其撰写了墓志铭,意想不到的是其侄思礼随后即逝,而家人又急于将其下葬②,故管

思礼的志文、铭文都采用现成的文章仓促拼凑而成③。
因为志文重在叙事,而每个人的生平事迹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如果完全抄袭他人墓志,则易

造成墓志铭的记载与志主实际情况的脱节,与志文重在纪实的功能不符,所以志文雷同的实例并不

太多。相比之下,铭文雷同的情况则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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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波浪线和着重号乃笔者所加,用于标识两篇文章在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加波浪线者是《管思礼墓志铭》中缺失的

内容,而加着重号者表示两篇文章在文字方面的不同之处。
管思礼的葬日距卒日仅有半个月。
管思礼墓志铭的铭文虽与管基不同,但亦有所本,详下文。



二

墓志铭的铭文指墓志文体的后一部分,古人习惯称“铭”,以铭功为主。一般而言,铭文应该使

用凝练的语言概括志主的显赫世系和嘉言懿行,以更好地实现应有的颂美功能,故铭文的创作要求

高于志文,多数作者也更重视铭文的写作。但因铭文重在表德和志哀,多用韵语写成,且文字一般

较少,更容易互相抄袭和模仿。因此,新出土的许多墓志铭的铭文中存在严重的程式化现象,除了

叶昌炽所说的铭文中多用“白杨青松”、“千秋万古”一类的套语,常用的创作模式还有以下三种:套
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袭用固定模板。

(一)套用经典诗句

笔者在论及墓志铭志文和铭文的相互关系时曾指出,很多墓志铭的铭文实际上都是用诗体写

成的,韩愈、白居易也曾在不同场合将自己所撰之铭文当作诗歌看待[12]。因此,许多铭文的作者都

对前代的经典诗句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套用。

1.对《诗经》的套用。自初唐起,《诗经》即作为“五经”之一,备受统治者和士子们的关注。终唐

一代,文人对《诗经》的重视未曾稍衰①,因而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渗透着《诗经》
的影响,其中墓志的铭文受《诗经》的影响尤其明显。《诗经》特有的四言体式与墓志铭铭文在形式

上的要求正相契合,因而《诗经》中的经典篇章成为部分作者竞相模仿的对象。新出土《唐故秀士张

君(点)墓志》铭文:“陟彼先茔,东西 之。伊何君子,左右位之。成童备德,痛幽 之。棠棣之华,
上春坠之。”[3]1419不仅在形式和句法上模仿《关雎》,“棠棣之华”等更是袭用了《诗经》中的原文。
《樊览墓志铭》[3]1244和《李峦墓志铭》[13]73的铭文都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起首,也是直接套用《诗
经·小雅·蓼莪》中的成句[14]626。

2.对儒家和道家经典的化用。儒家经典尤以《周易》《礼记》为最,道家经典以《老子》《庄子》居
首。新出土《唐故处士皇甫府君(政)墓志铭》铭文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和鸣都泯,何痛如之!
父兮鞠我,母兮育我。”[3]1560既化用《周易·丰》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15]564,又化用《诗经·小

雅·蓼莪》中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14]627,这是化用儒家经典的实例。新

出土《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毖)志铭》铭文:“天之苍苍兮其色正耶? 人之悠悠兮其

能久耶? 蠢兹万类兮生老病死,悟彼百龄兮今也已矣……重曰:梁木其坏兮太山其颓,哲人一去兮

不复再来。”[3]1418“天之苍苍兮其色正耶”出自《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色正邪? 其远而无所

至极邪?”[16]3“梁木其坏兮太山其颓,哲人一去兮不复再来”出自《礼记·檀弓上第三》:“孔子蚤作,
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②是为综合套用儒家经典

和道家经典的实例。

3.对前代经典诗句的化用。较为典型者是对《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挽歌》的化用。新出土

《大唐故河南府偃师县令王府君妻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铭文:“遥望北郭墓,累累满山阿。美

人逝不返,岁月将如何?”其中“遥望北郭墓”是《古诗十九首》中《驱车上东门》一诗的原句。《驱车上

东门》一诗描写一位洛阳游子看到北邙山上的坟墓而引发感慨,这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情感上都与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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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曾先后令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纂《五经正义》作为科考的教材而颁行天下。唐文宗更是将《诗经》等十二部

经书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以便于士子抄录、诵读。仅敦煌文书中新发现的《诗经》写卷便多达三十余件,可由此

窥见《诗经》在唐代的受重视程度。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按:化用此句之铭文尚多,如《大唐故

项城令邢君(郭)墓志》铭文云:“泰山其颓,梁木斯坠……”亦当本此而来。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795页。



志铭契合,故而成为铭辞的模仿对象,诗中的“白杨”、“松柏”更是墓志铭文中常见的意象。新出土

《大唐故朝散郎行薛王府国令上轻车都尉张君(嘉福)墓铭》铭文:“岁月不可留兮可奈何? 夫君讬体

兮同山阿。”[3]1295《唐故朝议郎行蓬州宕渠县令王府君(思齐)墓志铭》铭文:“山阿讬体,郭门遽

辞。”[3]1340两者明显是对陶渊明《挽歌》的袭用,因为《挽歌》其三中“托体同山阿”一句描述了死亡最

美的归宿。因此袭用陶诗,既能表示对去世者的哀恸,也能表达对去世者最后归宿的合理安排。正

是陶渊明《挽歌》与墓志铭文的共通性,使众多墓志作者不约而同地化用,这也恰恰反映出当时铭文

创作的程式化风气之盛。

(二)抄撮志文成句

有些墓志铭因为志主的事迹较为简略,整篇文章也较简短。如果作者已经在志文中详细交代

了志主的生平事迹,铭文中就很难再进行拓展,故而此类墓志为了加长篇幅,其铭文也就大量直接

抄撮志文中的词汇或成句。如新出土《唐故边君(敏)墓志铭》,志文介绍了边敏的世系:“原夫炎灵

驭历,临颍开其大名;当涂济时,著作阐其洪绪。”而铭文首句即云“当涂驭历,炎灵济时”[3]446,仅将

志文中“炎灵”、“当涂”的位置进行了调换。再如《大唐故文林郎守益州导江县主簿飞骑尉张府君

(行恭)志》,志文有“自素凤来临……白云像盖”之语,铭文仅稍加改动,作“庆盖白云,详仪素

鹤”[3]453,抄撮志文的痕迹非常明显。更有甚者,有些墓志的铭文大段截取或抄录志文中的成句。
如《大周朝散大夫行右千牛卫长史上骑都尉高阳郡公士许琮故妻赞皇县君李氏墓志铭》铭文:“白云

千里,青山四极。泣露将霑,悲风不息。”实是由志文“叹青山之四极……悲白云之千里……泣露霑

衣,谁分悲凉之甚”[3]834删削而成;铭文“门承圣贤”、“松萝义违”亦是由志文“家承贤圣”、“松萝有

义”变更而来。又如《慕容夫人(稚英)墓志铭》志文:“祖英,泉石怡神,烟霞养性,无为自乐,每畅春

台之怀;有待都捐,且安秋水之致。父远,铜驼人物,金谷英灵。”铭文:“铜驼人物,金谷英贤。无为

自乐,有待都捐。泉石怡抱,烟霞养年。”[3]791明显是照抄志文,仅个别字词为求押韵而有所改动。
铭文抄撮志文成句的现象在初唐时期普遍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较盛行的创作模式。其原因在

于初唐时期墓志铭写作中骈俪之风仍然盛行,志文中骈词俪句甚多,四言句式俯拾即是,这在形式

上满足了铭文的创作要求。盛唐以后,志文散化程度越来越高,铭文则难以直接照搬志文中的成句

了,这种情况也有所减少。当然,铭文抄撮志文的墓志也与志主的地位和作者才力的高下有关。普

通志主,事迹无要事可陈;下层文士,撰文无变化之能。此种程式并不为才力高绝的文士所采纳,新
出土初盛唐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及大文学家如苏颋、张说、张九龄所撰写的墓志即绝少出现这种

情况。

(三)袭用固定模板

唐代的石刻文献中,不仅整篇文章均是按照固定模板写就的墓志会有相同的铭文①,即使单就

铭文而言,也形成了几种常用的模板,这就更加折射出唐代墓志铭铭文创作中抄袭风气之盛和模式

化程度之高。
某些特定的铭文模板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墓志铭之中,有的略有改动,有的则完全雷同。一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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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本文第一部分所举外,类似的模板还有很多,如《唐故洛阳县淳俗乡君效夫人(姬)墓志铭》《唐故上谷侯夫人义明乡君谭

氏(二娘)铭》《唐故阳城县白土乡君孔氏(玉)墓志铭》三篇文章的铭文即是按照同一模板略加改动而成。《效姬墓志铭》铭
文云:“瞻纷纭之盛烈,播帝籍之缣缃。俯贻则于千载,仰当代之琳琅。凝德音于淑媛,实景行之昂藏。贞顺艳于春日,志
节粲于秋霜。何天德之无辅,奄摧落于斯良? 悲华庭之少行迹,泣重阜而掩芬芳。歌薤露兮酸野外,风萧萧兮凄白杨。”
《谭二娘墓志铭》的铭文与此几乎完全相同,仅有两字之差。《孔玉墓志铭》铭文虽然替换了一些词句,但模仿《效姬墓志

铭》的痕迹甚明。三文分别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209、342、258页。



文完全不同的墓志铭也可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铭文,如上文提及的《管思礼墓志铭》的铭文虽然与

《管基墓志》截然不同,但仍有所本。《管思礼墓志铭》铭文云:“朝光不住,物性短终。哲人斯委,身
去名留。池台绝迹,坟陇混游。于兹永罢,□□相求。”[3]748承袭的是《唐故支君(怀,字信)墓志铭》
的铭文:“朝光不住,物性短修。哲人斯委,身去名留。池台绝迹,坟陇魂游。于兹永别,何处相

求?”[3]267而支怀(字通)墓志铭的铭文也与此完全相同。再如撰于咸亨元年(670)的《唐故处士索君

(行)墓志铭》铭文:“一代英奇,不终遐寿。何期竹□,□□蒲柳。魂归异壤,烟生陇首。勒此清徽,
千龄靡朽。其一。□□渐冷,夜月方明。看花落泪,听鸟心惊。山多寒色,□□□声。一埋珪玉,永
别佳城。其二。”[3]517对比作于垂拱元年(685)的《唐故处士张君(护)墓志铭》铭文:“一代英奇,不终

遐寿。何期竹柏,忽凋蒲柳。魂归异壤,烟生陇首。勒此徽猷,千龄□朽。其一。朝风渐冷,夜月高

明。望峰落泪,听鸟心惊。夕□□□,椒□□□。□埋珪玉,永别佳城。其二。”[3]372除个别字词外,
内容完全雷同。而据志文记载,两人的世系、籍贯和生平事迹完全不同,志文中也全无雷同之处。
志文不同而铭文雷同,是墓志铭创作程式化的一种特殊现象。

三

并非仅仅像前人所评骘的那样,某些采用程式化模板撰写的墓志铭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唐
代墓志铭记载志主的仕历和行迹时往往以前代著名文士的经历和身世作比,这为文士经典形象的

形成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墓志铭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经过著名诗人点化以

后,多成为诗歌史上不朽的名篇。因此,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对我们深入考察经典文士形

象的树立和诗歌名句的生成路径都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一)考察经典文士形象的生成和接受

前代文士在后世的接受情形以及经典文士形象的塑造,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经典文士形象最终之所以能够确立,固然与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但唐代去

六朝未远,新出土唐代墓志中的材料更有助于我们考察经典文士形象形成的具体经过。虽然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许多文士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唐人的文学作品中,但从新出土的墓志铭来看,有
两个人物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庞统,二是陶渊明。唐代墓志铭的作者在形容传主才高位下或隐居不

仕时,往往以他们的经历和身世作比,并逐渐成为唐人作文时常用的一种程式。
庞统,字士元,号凤雏,襄阳人,为刘备的重要谋士,才略与诸葛亮相当,曾任治中从事、军师中

郎将等职。《三国志·庞统传》记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

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亦言之于先主,先
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17]卷三七,954庞统以大才而仅授耒阳令的特殊经历成为后世文

学作品中庞统形象的典型特征之一。比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即刻意渲染其担任耒阳县令以后

终日饮酒为乐、尽废县政的情形,并对鲁肃、诸葛亮推荐庞统的言论有所记载。鲁肃的荐书与《三国

志》中的记载大致相同,也说庞统“非百里之才”,当使之处治中、别驾之任,以便“展其骥足”。诸葛

亮所说的“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18]486云云,则为罗贯中所加,《三国志》等书中均

未载。罗贯中之所以也会有“士元非百里之才”的观念,除了受鲁肃言论的影响外,当与明代以前业

已形成的固定看法有关,而这一看法的形成与唐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新出唐代墓志资料显示,一些才高位下的士人特别是县令的墓志铭经常以庞统作比。如《大唐

故朝议大夫行眉州司马□国公士刘府君(仁叡)墓志》记载刘仁叡曾两度出任县令,但不久即辞世,
墓志中借庞统的事迹抒发了作者对志主才华未展的惋惜和感叹:“庞统非百里之才,遽辞虚□;长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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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京之望,聿就题舆。”[19]415再如《唐故永嘉郡永嘉县令陈公(敬玄)墓志铭》记载陈敬玄三任县令

的过程:“转绵州西昌县令,调登州文登令,擢永嘉郡永嘉县令。凡宰三邑,政无二门,峨峨高风,异
县同理。方期展士元之足,极龚遂之荣,天不憗遗,以天宝四载六月薨于永嘉之廨宇。”[19]616陈敬玄

没有像庞统那样由县令而平步青云,故而作者发出未能“展其骥足”的叹惋。还有的墓志更是直接

以庞统之职来指代具体官位,即如《唐故彭城县令薛府君(绣)墓志铭》中所言:“鸾飞美政,载临王隼

之□;骥足长驱,晚登庞统之职。”[19]327在唐人眼中,庞统已然作为才高位下的典型代表深入人心,
甚至成了县令的代名词。类似的套语,如“士元流誉百里,叹其非材”、“庞士元之骥足,尚屈长途”、
“庞士元非百里之材,方思展骥”等更是常常出现在一些县令的墓碑和墓志铭中。唐人对庞统这一

经历的比附,对他在后世形象的树立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庞统不同,陶渊明主要是作为隐士的形象出现在唐人的记载中。唐代墓志对陶渊明形象的

描述主要体现为隐逸和不仕两个层面:就隐逸而言,墓志常常表达对陶渊明归隐行为的钦慕,并因

此而形成了诸多套语,如“花县春时,别种渊明之五柳”、“五柳归来,不屈陶潜之节”等。从《大唐故

处士董君(僧利)墓志铭》中的记载来看,董僧利祖父三代均以布衣终老,故文中在叙述董僧利行藏

时即以陶渊明作比:“于是晦迹人间,藏名物外。庭开三迳,均蒋诩之沉沦;门垂五柳,协陶潜之高

致。优哉游哉,以兹永日。”[19]66再如另一位终生未曾入仕的士人赵欣的墓志铭中也着重提及他与

陶渊明的共通之处:“每翠柳吟风,叶渊明之遁逸;青松贯月,符叔夜之琴樽。”[19]243就不仕而言,唐
人似乎更看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形象。《大唐故苏州吴县丞杜府君(荣)墓志》叙述杜荣

任吴县丞仅一年即挂冠辞职,与陶渊明的经历相似:“梁竦之不仕州县,岂独徒为大言;元亮之性乐山

水,实亦心存恬旷。”[3]60《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之涣)墓志铭》记载王之涣辞官归隐的前因

后果为:“异毛义捧檄之色,悲不逮亲;均陶潜屈腰之耻,勇于解印。会有诬人交构,公因拂衣去官,遂
优游青山,灭裂黄绶。”[3]1549王之涣归隐的原因虽与陶渊明不尽相同,但其拂衣去官的豪情却与陶如出

一辙,故作者运用陶渊明勇于解印的经历与之作比,以凸显王之涣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形象。
陶渊明高洁、闲适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不断出现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陶渊明的作品也受到

唐人的喜爱而屡被套用或模仿,上文所举唐代墓志对陶渊明诗歌的频繁套用更说明了这一点。此

外,还有的墓志铭甚至将陶渊明的经历不同程度地移植到志主身上。如《唐故处士上谷寇公(因)墓
志铭》云:“善属文,多逸兴,饮酒终朝而不醉,诗赋物而不遗。或登山临水,荫松籍草,必超然独得,
形神皆王。时议每以谢客陶元亮比之,尤恐前人有惭色……至于历代阳秋,百家著述,则不求甚

解。”[3]1713“饮酒终朝而不醉”、“不求甚解”等本来是陶渊明的经历,这里却被安插到了寇因的身上,
而且这并非作者个人之见,而是“时议”如此,就中可见陶渊明在当时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接

受。陶渊明在后世形象的确立与唐人不时将陶渊明隐居不仕的高洁形象形诸笔端有莫大的关联,
而陶渊明的历史地位之所以会在宋代陡然抬升,是因为唐人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隋唐时期的石刻文献中还常将庞统和陶渊明对举,如隋代仲孝俊《修孔子庙之碑》即云:“远嗤

庞统,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潜,忽轻五斗之俸。”[20]第10册,51隋唐时代是文人仕隐矛盾相对缓和的时

期,素有“终南捷径”之称。也许时人正是将庞统、陶渊明当作仕与隐、出与处的典型代表才在作文

时屡屡提及,仲孝俊在《修孔子庙之碑》中将二人对举,亦可谓深得儒家仕隐之道的精髓。

(二)揭示诗歌经典的生成路径

唐代墓志特别是铭文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还可以使我们对许多经典诗歌的生成路径有更加清

楚的认识。
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司马光即因该联寄寓了诗人

感时伤事之情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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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体……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①然而在大量阅读了新出土

的唐代墓志后,我们发现此联并非杜甫首创,而是承袭了墓志铭中的成句。总章二年(669)《唐故李

夫人墓志铭》[3]499和《唐故赵□□墓志》[3]500,总章三年(670)《大唐故王□□墓志铭》[3]508、《唐故郭君

夫人刘氏(贤□)墓志铭》[3]511,咸亨元年(670)《索行墓志铭》[3]517、《唐故赵夫人墓志铭》[3]518,咸亨四

年(673)《唐故处士任君并夫人孙氏墓志》[3]581的铭文,都出现了“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的句子。垂

拱元年(685)《张护墓志铭》的铭文则略有改动,作“望峰落泪,听鸟心惊”。诸多墓志铭的实例说明,
“看花落泪,听鸟心惊”在杜甫生前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即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落泪”、“听鸟”等语

汇虽然多次出现在六朝和唐初的诗文作品中,《昭明太子集》中甚至有“闻猿啸而寸寸断肠,听鸟声

而双双下泪”[21]237的句子,但毫无疑问,“看花落泪,听鸟心惊”与杜甫的《春望》所要表达的意思更

为接近。虽然上述志主的籍贯和归葬地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在今天的河南境内,而杜甫的祖籍正

是河南巩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杜甫创作《春望》之前应当见过经常用于墓志铭铭文中的“看花

落泪,听鸟心惊”的套语,并踏雪无痕地运用到诗歌之中,使之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白居易的《中隐》诗历来被看成是“吏隐”和“独善其身”的典型名篇,其中“大隐住朝市,小隐入

丘樊”[22]卷二二,1493更成为后人吟咏赏叹的对象。实际上,这两句也化用了前人的成句,这在新出土墓

志中亦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唐故处士武骑尉王府君(羊仁)墓志铭》中即有“大隐隐朝市,小隐隐林

薮”[3]1445之语,《唐故定远将军守左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内长入供奉张府君(毗罗)墓志》
亦有“优游朝市,不违大隐之趣;弋钓林泉,有光濠□之迹”[3]1722的记载。其他如“大隐朝市”、“谐大

隐于朝市”更是经常出现在新出石刻中②。可见,白居易创作《中隐》时对前人的诗文作品也是有过

较多参照的。
宋代李清照《夏日绝句》中的警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能在唐代的碑志中找到雏形。

虽然“人杰”、“鬼雄”单独使用的实例很早即已出现③,但就现有的资料看,将两者对举却是唐代碑

志中率先完成的。这恰恰是因为碑志正是要记载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且重在凸显其

一生中的光辉事迹,“生为人杰”意在赞扬其生前的业绩,“死作鬼雄”则表达了作者对志主死后的希

冀,与碑志的功用适相一致。张说《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公碑》中即有“生为神将,死
为鬼雄”[23]卷一七,828的铭辞。新出土的几方唐代墓志的铭文则径直将“人杰”、“鬼雄”对举,与李清照

的诗颇为接近。如《大周故骑都尉辛君(恭)墓志铭》铭文云:“生为人杰,死作鬼雄,刊铭勒石,纪地

无穷。”[19]362《大唐故左卫司戈刘府君(景嗣)墓志铭》铭文亦云:“生作人杰兮,死为鬼雄。”[3]1355可知

“人杰”与“鬼雄”对举在唐代碑志的铭文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李清照《夏日绝句》或许由

此脱胎而来。
通过对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看花落泪,听鸟心惊”、“生为人杰,死作

鬼雄”等原本不过是墓志铭中互为蹈袭的套语,但经过杜甫、李清照等人的加工以后却成为千古传诵

的名句。虽然这不仅仅是语句的袭用问题,其中还有语境的转移和情感的倾注等重要因素,使这些俗

语通过再创造而达到语益工和兴益远的境界,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墓志铭程式化创作模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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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书未见,转引自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 129页。
除了唐代墓志中的材料以外,东晋时期的邓粲已有类似的言论,《晋书·邓粲传》记载:“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
隐初在我,不在于物。”(见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1页)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更是明确提出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见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4页)的主张,或为墓志中

的套语和白居易诗歌的共同来源。
“人杰”的用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将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视作“人杰”:“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也。”见司马迁《史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80页。“鬼雄”的用例则早在《国殇》中即已出现:“身既

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见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等注《楚辞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有助于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方法和诗歌经典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对于唐代

墓志铭创作中的程式化现象,我们也有必要进行恰当的评估,以充分挖掘其特有的内涵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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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创新思维整理古逸名著的力作

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柯美成先生的新作《汉晋春秋通释》,是一部以创新思维整理古逸名著的力作。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一部历史著作。该书纪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

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晋书·习凿齿传》)。换句话说,即该书一反《三国志》以曹

魏为正统的书法,而以蜀汉绍汉统,以晋承汉统。唐刘知幾撰《史通》,以为“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

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并盛赞曰“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遗憾的是,该书至迟于北宋初已亡佚。而其后中国

史学上正统之争渐起热潮,至清末一千余年中,这部亡佚已久的史著竟声誉日隆。如饶宗颐先生所言:“自习凿齿改撰《三
国志》为《汉春秋》,对后代影响至大。温公《通鉴》帝魏,刘恕非之,以蜀比东晋,拟绍正统。胡致堂《读史管见》深讥温公抑

昭烈不得绍汉统为非。朱子为《通鉴纲目》,乃以昭烈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之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

起,而改撰三国之书亦接踵而兴矣。”宋元明诸儒论正统,无不举习凿齿书为言;而诸多《续后汉书》《季汉书》之作,甚至此间

成书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无不以帝蜀伪魏为旨趣。清彭孙贻尝言:“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继汉,以晋承之,削去魏统,
以著篡代之实,可谓万古卓识。”

然而,这部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名著半个多世纪以来却甚少有人关注,除少数专修史学史者外,包括高校历史教师在

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甚至无缘一睹此书辑本。而直至2010年湖北省襄樊市经国务院批复更名襄阳市,时任领导决心弘扬

襄阳历史文化,对《汉晋春秋》及其作者习凿齿的研究才终于提上日程,并很快影响到襄阳以外地区。柯美成先生撰著《汉
晋春秋通释》,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因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汉晋春秋通释》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以创新思维对严重散佚的史学名著进行深度整理的力作。诚如该书《前言》
所称,其对《汉晋春秋》佚文的整理不仅作静态的文本考察,更是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一千多年来变动不居

的历史评价语境中,立足于以史补史、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从而实现了打通历史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的目

的。平心而论,读此书稿,确实能使人感到饶有兴味,开阔视野。如对三国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借荆州”一说,《汉晋春秋》
与此间接相关的佚文仅56字,而《通释》为此所采录的史补文字则多达4800字,史事的补充主要取自《纲目》,史论的补充

则上起北宋李纲、秦观,下迄近人刘咸炘、吕思勉,从而把此一传闻之妄梳理得一清二楚,同时又反映出历代人的认识过程,
读之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柯美成先生立意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内里层次,探析文本的历史思维,以窥见原著者习凿齿

的历史观,发掘《汉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的史学价值,这个目标显然是达到了的。

(慎独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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